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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球化在驱动社会现实基础发生一系列广泛且深刻转变的同时，也重构了工业化以来的环

境与社会关系。通过借鉴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的主要观点，西方环境社会学界新兴的环境流动理论范式

将全球网络化引起的解域化物质性流动作为核心分析单位，对全球化的环境后果及其治理给予了充分关

注。该范式的引入不仅有助于消弥中国主流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的长期隔阂，也提醒国内研究者们注意将

一种全球化或网络化思维纳入新时期的环境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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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两大危机

近 20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茁壮成长并快速行进（顾金土等，2011；洪大用，2014；洪大用、龚文

娟，2015），但学科日趋繁荣背后却隐藏了与主流社会学渐行渐远的危机，二者间存在理论对话明显不足的

问题。一个稍显感性的认识是，作为社会学子学科，目前国内环境社会学从母学科的新进展中可汲取的理

论资源仍相当有限。此外，尽管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数量自新世纪以来一直在增长，一些学者也开始着手

建构环境社会学的本土理论体系，但这些研究成果总体上却似乎很少获得主流社会学和其他社会学分支

学科的青睐或认可。结果是，国内主流社会学界目前普遍缺乏环境关怀，前沿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成果与

环境社会学研究严重脱节，环境社会学者亦很难为社会学母学科的知识积累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环境社会学正面临的另一层学科危机来自全球化的现实挑战。全球化无疑是当今人类社会最显

著的变迁之一，同时它也是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逐渐紧密的过程，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类主体性等诸

个社会维度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球化的影响还波及生态环境，且目前看来并不乐观。研究表

明，全球化的环境影响既可以从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中观察到，也表现为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

生物多样性损失等全球环境变化（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过程不断加剧（例如，Buttel & Taylor，1992；
Yearly，1996）。但是，目前国内环境社会学界对环境问题的主流解释主要是在沿用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

表征的前全球化理论框架，对全球化驱动的社会现实基础变化和环境影响关注相对较少，整体上看尚缺乏

合适的理论工具来拆解全球化新提出的环境命题。

概括起来，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危机分别可以表述为两个问题：一是环境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

的交集在哪里？二是应当从什么理论角度来认识全球化的环境影响？在国内环境社会学关于以上问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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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出明确答案的情况下，本文将目光转向西方环境社会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视角——环境流动理论范

式。21世纪初，以赫特·斯巴哈伦（Gert Spaargaren）、亚瑟·摩尔（Arthur Mol）、弗雷德里克·巴特尔（Freder⁃
ick Buttel）等为首的一批西方环境社会学家通过借鉴曼纽尔·卡斯特（Mannuel Castells）和约翰·厄里

（John Urry）两位全球化理论家的主要观点，重新诠释了生态学和经典环境社会学理论中物质性流动的概

念，对全球化时代的环境与社会关系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论述，提出了以“环境流动”（environmental
flows）作为核心分析概念的一个新型环境社会学理论范式。

正如本文接下来所要呈现的那样，环境流动范式的兴起是国外环境社会学家将主流社会学的最新进

展应用于环境问题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全球化时代环境变化的社会学角度。遗

憾的是，中国环境社会学界彼时并未能直接参与到该理论范式的建构工作中，笔者掌握的国内文献迄今对

这方面的全面介绍也还较少。本文写作的目的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并不认同环

境流动范式这样一个外来的理论框架能够完全化解国内环境社会学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但它至少提供了

一条具有借鉴价值的新思路。通过本文介绍，希望能够增进国内学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环境与社会关系的

理解，激发他们的相关研究兴趣，以探寻化解国内环境社会学危机的出路。同时，也期望更多的国内学者

就相关课题与国外学者开展对话与合作，共同迎接全球化的环境挑战。

二、环境流动：一个再发现的概念

（一）什么是环境流动？

“流动”一词，无论对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而言应该都不陌生。①尽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研

究流动现象，它们关注的却是流动的不同维度。大体上，自然科学研究关注流动的物质性（materiality），即

构成自然世界各种物质要素或物理客体的流动。相较之下，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则是流动的社会性（soci⁃
ality），即研究具有经济、权力、身份、文化或符号等社会属性的那些流动，如以居住地变更为表征的人口流

动、社会位置的流动、信息的流动和情感的流动，等等。对于同一流动现象的观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

究可能得出不同结论。比如，社会科学家通常关注礼物交换仪式中传递的情感流动，自然科学家的眼中可

能只看到构成礼物的某类或某组物质在移动。但正如社会世界里的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物质性和社

会性之间的界限也并不总是绝对清晰。这首先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大多数实践活动的开展必须以一定的物

质条件为前提，社会性流动往往是建立在物质性流动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物质性流动除了会受到生物

的、物理的和化学的等自然因素影响，还会受到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世界等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的反作

用。以自然界水的流动为例。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会直接影响某条河流的径流量，而人工开辟的

河道也会影响水的流向。正是出于对影响物质性流动之社会因素的关注，斯巴哈伦、摩尔和巴特尔等

（Spaargaren，Mol，& Buttel，2006）西方环境社会学家于 21世纪初正式提出了“环境流动”的分析概念。

简单来理解，环境流动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与生态系统运行相关的一系列物质性流动。环境流动的

概念提出时间还不久，对大多数环境研究者而言还稍显陌生，但它却并不是一个凭空降临的概念。生态系

①在英语文献中，社会学者们交替使用 flow、fluidity和mobility三个单词来表示“流动”，此时三者的实际意涵差别不大。相对后两个

单词只能做名词使用，flow还兼具动词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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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生态学（ecosystem ecology）揭示了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涉及的一系列物质性流动，主要包括无机化合物

和单质的流动（也统称为“物质循环”，如水循环、氮循环）、沿着生命网或食物链的能量流动（如狮子吞食猎

物获取营养）和物种的流动（如动物迁徙），这些不间断的、相对稳定的流动是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状态的必

要条件。而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消费者角色，也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这些物质性流动过程并产生影

响。在此意义上，生态学研究的范畴一直包含环境流动，只是未对环境流动和非人为因素引起的物质性流

动作太多详细区分。

通过建构环境流动的概念，斯巴哈伦等西方环境社会学家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性流动纳入了社会学研

究的视野。尽管概念的创制者们并没有明确澄清，但环境流动在作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却明显有

别于生态学中物质性流动的概念。①在物质性流动的众多影响因素中，环境流动特别关注受人类社会活动

影响的物质性流动在流向、量和质等方面的特征，以专门分析环境变化的社会成因。正是因为环境流动兼

具社会性和物质性，以环境流动作为核心分析单位对探寻主流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的交集具有重要意义。

（二）环境社会学视野里的环境流动

环境流动虽然是新提法，但其核心概念——物质性流动却在“生产跑步机”（Treadmill of Production）、

“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和“社会新陈代谢”（Society’s Metabolism）等经典环境社会学理

论中被当作重要的分析对象（Mol & Spaargaren，2005）。

施奈博格等人提出的生产跑步机理论（Schnaiberg，1980；Schnaiberg，Watts & Zimmerman，1986；
Schnaiberg & Gould，1994）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如同一台不断运行、永不停止的跑步机，并会产生不利环境

影响：一方面，现代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需要以更多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原材料作为“营养基础”（suste⁃
nance base），无节制的攫取（withdrawals）导致了与自然资源破坏相关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生产

过程使用许多新化学技术来加工原材料，新的化学元素作为一种添加（additions）大量进入生态系统，结果

引起了另一类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在以上分析框架中，施耐博格等人选用“攫取”和“添加”作为两个

基本分析概念，实际分别代表了“从生态系统到社会系统”和“从社会系统到生态系统”两种不同方向的环

境流动。施耐博格等人指出，只有打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停止过度的“攫取”和“添加”，环境问题才

能得到根本解决。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环境社会学范式，它旨在解释工业社会应对环境挑战发生在

生产和消费领域的一系列制度转变（Mol，1997；Buttel，2000；Spaargaren，2003；Mol，Spaargaren & Sonnen⁃
feld，2014；洪大用、马国栋等，2014）。换个说法，生态现代化理论致力于探索一种环境改革的可能性，即

在不偏离现代化路径的同时实现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据该理论主要支持者的观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

因主要是工业生产和消费的模式不再与社会和生态系统相适应。早期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的是如何“绿

化”工业生产过程（Mol，1997），该理论后来也对如何实现可持续的消费过程给出了更具针对性的回答

（Spaargaren，2003）。总的来看，生态现代化理论认可生产跑步机理论对环境流动失调引起环境问题的论

①斯巴哈伦等最初并未对环境流动下过明确定义，他们倾向于认为环境流动就是生态学研究中的物质性流动。但同时他们也对社

会学研究环境流动的特殊性作出了规定，认为环境社会学研究者们应当关注促成和引领物质性流动的社会网络、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

（Spaargaren, Mol & Bruyninckx，2006：5-6）。据此可认为，环境流动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性流动，体现为它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或者可以

说是自然界与社会世界间的物质性流动。

环境流动：全球化时代的环境社会学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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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但却并不主张“去工业化”或“去现代化”的极端问题解决方案，而是倡导通过技术和社会变革促进生产

和消费过程中涉及的资源、能源、原材料、产品和废弃物等（可以视为环境流动）更具可持续性，最终实现现

代化和环境保护二者的平衡。

奥地利环境社会学家费希尔—科瓦尔斯基等（Fischer-Kowalski，1997；Fischer-Kowalski & Haberl，
1997）提出的社会新陈代谢理论特别关注环境流动随着社会现实基础变化而发生的量变和质变。该理论

认为，人类社会系统在文化维度与生态系统区别开来，但却在一些物质部分（material compartments，即经

由人类劳动力再生产出来的一系列物理实体，如人口、庄稼、牲畜、房屋等）与后者存在交集；类似人类有机

体的新陈代谢，这些物质部分的延续取决于生态和社会系统间一系列的物质和能量流动。在从采集狩猎

社会向农业社会再向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系统的物质部分在质和量方面同时也在不断增长，

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和能量流动规模也由此不断扩大。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系统的新陈代

谢都是以社会和生态系统间物质和能量流动的形式发生的，环境问题也伴随这些流动的不断增加而恶化。

综上，尽管说法不同，环境流动却一直在经典环境社会学理论中充当着重要的分析概念。因此，环境

流动概念的提出也可以视为对这些理论传统的一次重新发现之旅，适用于整合和超越理论之间一些长期

存在的分歧。在斯巴哈伦等看来，这些理论都注意到了环境流动对于环境变化和环境治理的研究意义，且

特别适用于研究工业化给局地社会与环境关系的平衡带来的挑战；但是，这些理论关注的环境流动很少突

破地方层次，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也局限于一时一地。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局限性也愈加明显。

一方面，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等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凸显使得科学界和公众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

地球环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为一种一体化系统（integrated system），地球上所有的生态系统都彼此关联、相

互连通，地方社会对地理临近生态系统的影响可以透过地球系统抵达全球层面。在此意义上，环境流动并

不总是“囚禁”于地方社会的边界（boarders）以内，而是会跨越边界、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继续延伸并可能对

更大空间层次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地方社会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最终会干扰到全球碳循环

并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由于整体上未能充分认识到环境流动这种本质上的解域性（de-territoriality），经典

环境社会学理论除了面临理论的推广性问题（如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饱受“欧洲中心主义”批评，马国

栋，2013），也对环境流动在更大空间层次的环境后果（特别是全球环境变化）缺乏关注。

另一方面，经典环境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流动分析的不足还体现在未能及时跟进伴随全球化进程社会

现实基础发生的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转变。20世纪 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理论家敏锐觉察到，全

球化正在引领人类社会继现代工业社会后步入又一个全新时代—— 一个以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
为表征的时代（Featherstone，Lash & Robertson，1995）。全球现代性下的人类社会呈现出与工业社会截然

不同的面貌，尤其表现为地方社会开始被卷入到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当中。全球化后果使得

地方社会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地方环境变化也受到来自地方社会之外的越来越多其他社会力

量的牵制。①这些都是经典环境社会学理论始料未及的新变化。斯巴哈伦等（Spaargaren，Mol & Bruyninckx，
2006：22）据此认为，当前对于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不能脱离全球化这一重要现实前提，环境流动分

①本文中使用的“全球”（global）和“地方”（local）是一组相对概念，但指代的对象并不确定。“全球”在描述生态系统时指代整个地球

系统，而指向社会系统时表示民族国家以上空间层次的社会整体；相对应的，“地方”分别表示构成地球系统的特定子生态系统和民族国

家及以下空间层次的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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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应当探索全球化的环境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理论家纷纷开始反思传统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新的不同研究范式也被相继提出。其中，诞生于 20世纪 90年代、由卡斯特和厄里两位社会学家领衔奠定

的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是一个日趋成熟的全球化理论体系，它为斯巴哈伦等人提出环境流动范式制造

了重要灵感，对环境流动范式的兴起具有启蒙意义。为促进读者理解，本文下部分将对全球网络和流动社

会学的核心观点作扼要介绍。

三、环境流动的理论基石：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

卡斯特和厄里等社会理论家曾于 20世纪末预言：由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
tion Technologies，简称 ICT）开启的 21世纪人类社会将是一副全新面貌，社会学必须开展一场新的研究范

式革命才能跟进社会变化形势。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正是顺应新的社会形势诞生的一个新理论范式，

其核心观点有：当前，全球社会正在经历明显的网络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流动开始全球化；传统社会学对结

构和能动性的一些认识已不合时宜，需要被重构和再造；同时，为了适应全球网络和流动的治理，过去长期

担当“权力容器”（power container）角色的民族国家也在发生一系列转变。

（一）全球网络化与流动全球化

在于 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令其声名大噪的“信息时代三部曲”①中，卡斯特认为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

个网络化（networking）的过程。网络原本是一种陈旧的社会结构形式，它由行动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构

成，在空间上表现为“一组相互关联的节点（nodes）”（Castells，1996：470）。信息技术革命成功克服了传统

意义上网络在组织社会实践时在灵活性和适应性方面的缺陷，重新赋予网络以活力，使之逐渐成为各类社

会实践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此拉开了全球网络化的序幕。②在当今全球范围

内，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全新社会形态正日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卡斯特看来，全球网络化彰显了一种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逐渐支配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
的逻辑。所谓地方空间，是指一种以地理临近性和在场互动为特征的空间形式，它有着边界相对明晰的领

域，是所有社会成员能够直接感受和体验到的空间，传统社会（包括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正是在该空间中按

照当地（生物或时钟的）时间开展社会实践。网络化过程意味着位于不同地方空间的行动者冲破地域边界

彼此建立起联系，地理临近性不再是社会互动的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社会实践开始跨越不同的地方空间

得到同步安排。卡斯特提出的流动空间是支持这种远时空距离实践活动同步发生的全新空间层次，其本

质是一种缺场空间。与地方空间相比，流动空间的缺场性体现在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转变：社会实践不再拘

泥于“真实的”时间和空间而越来越根据“无时无刻的时间”（timeless time）和“无处不在的空间”（placeless
space）来安排。③随着网络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流动空间将取代地方空间成为社会实践发生的主要场所。

①分别是《网络社会的崛起》（Castells，1996）、《认同的力量》（Castells，1997a）和《千年的终结》（Castells，1997b）。
②本文中的网络（network）概念并不局限于互联网（Internet）。
③“无时无刻的时间”是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时间性的论断，在他看来，“空间是时间的结晶”，空间形式的转变势必会连带时间形式的

改变（Castells，1996：411）。无时无刻的时间代表网络社会中时间被压缩（being compressed）和去序化（being de-sequenced）（即过去、现在和

将来以一种随机顺序发生）两种现象，前者例如在瞬间完成的全球金融交易，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工作时间和安排变得更加灵活、易变。

环境流动：全球化时代的环境社会学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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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社会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所有支配性社会

实践都在各种全球网络相互联结、搭建而成的流动空间中进行。

全球网络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流动全球化。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对社会实践的组织和安排凭借的

是在网络中被处理的、在节点之间循环的各种流动，包括资本、信息、技术、组织互动以及声影和符号等。

由于网络化是跨地方空间的，网络中的流动因此具有解域性。在全球网络社会，形形色色的流动在各种全

球网络中循环往来，在空间层次上呈现出全球化趋势。

厄里进一步完善了卡斯特的理论观点（Urry，2000a；2000b；2003）。首先，卡斯特主要关注经济和信息

的流动，厄里则将流动内容拓展到物和身体的流动。其次，有别于卡斯特对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二分

法，厄里区分了网络和流动运作的三种空间模式——地区（regions）、全球一体化网络（Global Integrated
Networks，简称GIN）和全球流体（global fluids），第一种是前全球化时代网络和流动的主导模式，后两种是

全球化催生的新模式。①厄里的地区概念等同于卡斯特的地方空间，它由地理上聚集在一起的客体、行动

者和关系网络组成。不同的是，厄里认为地区或地方空间内也存在网络和流动，地区网络相对稳定，流动

有着明确方向并且会止步于地域边界（如民族国家的边界）。全球一体化网络在某种意义上是地区网络的

延伸，它们依然由稳定和持久的关系组成，但却因为跨越地理边界而具有解域性。在全球一体化网络中，

流动有着相对封闭的通道，它们在每个网络节点都传递着相似的结果，所以是一种可预测、可计算、惯例化

和标准化的流动（Urry，2003：56-57）。典型的全球一体化网络如跨国企业可口可乐公司的全球网络。借

助全球流体的概念，厄里想要描述的是一种解域化的但却不必依附任何结构的流动模式。对比全球一体

化网络，全球流体是一种更加灵活的、液态的和胶状的流动模式，流动可以渗透和偏离网络原先设定的通

道且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因而变得不可预测。当前，移民、金融资本、互联网和社会运动等领域的流动

越来越趋近全球流体。

借用全球流体的概念，厄里旨在描绘一种正在崛起的、具有全球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在他看来，全球

网络化和流动全球化使得所有人类社会串联为一个全球社会系统，复杂性是该系统的主要特征。在全球

复杂性下，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往复性逐渐被全球网络社会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逆转性所湮没，因与果亦开

始经常出现不一致—— 一种社会事实可能不再只对应另一种社会事实。变幻莫测的全球流体空间将全球

复杂性演绎到极致，厄里认为全球复杂性下社会变迁正在朝不可预测和非线性的方向演进。在此条件下，

能动主体与结构客体交织而成各种混合体（hybrids），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物质世界（material worlds）。厄里

因此建议摒弃能动和结构、主体与客体、人类和非人类、社会与物质等传统社会学的对立分析概念，将研究

重心转向各种混合体或物质世界。

整体上看，尽管厄里对卡斯特“流动完全依附网络”的潜在假设提出异议，但二人关于全球网络化和流

动全球化的论断基本一致。此外，厄里还点出了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正在日益崛起的物质性维度。

（二）全球网络与角色转变中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去留是全球化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萨森（Sassen，2006）的研究表明，自中世纪以来

（特别是现代社会早期），民族国家逐渐与领域、权威和权利牢牢绑定在一起：国家主权拥有对一块给定领

①厄里认为，流动的传递依赖的是各种各样的“景观”（scapes），即“机器、技术、组织、文本和行动者组成的不同相互关联节点而构成

的网络”（Urry，2000b：35）。因此，网络可以被视为由各种景观搭建的一种特殊空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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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排他性权威，这块领土被建构成与国家权威紧密关联，民族国家则是权利的唯一授予者。在以现代社

会制度作为对象的传统社会学研究中，“社会”的概念一般都被默认为有着明确地域边界的民族国家。贝

克全面批判了“国家视野”（national outlook）和“国家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在解释跨国

网络和解域化流动等全球化现象时的诸多不足，指出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已面临合法性危机并不再适合

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Beck，2003；Beck & Willms，2004；Beck，2005）。尽管如此，卡斯特和厄里却

坚持称，民族国家并未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消失，而是主动适应新的情境转变了原先角色，仍然在全球

社会治理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卡斯特认为，全球网络和流动促使现代民族国家向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s）的角色转变（Castells，
2009：38-42）。他指出，传统民族国家为适应新的全球化形势正在发生一种实用性的自我角色转变，可从

三个方面观察到。一是民族国家通过让渡一些主权属性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以“国家网络”的形式适应

新的全球形势，例如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二是民族国家通过建立国际制度和超国家组织的网络来处

理全球议题，国际制度网络由围绕一些全球议题的国际条约构成，超国家组织网络既针对一般性议题（如

联合国），也涉及一些特殊议题（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刑事法庭等）；三是许

多民族国家为了减轻政治合法性危机，一方面开始将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另一方面也尝试拓宽企

业、非政府组织等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卡斯特认为网络国家的决策过程不再可能一意孤行，而是开始实

际嵌入于国际的、超国家的、盟邦的、地区的、地方的制度和组织网络之中，并受到更多来自市场和公民社

会的影响，这种全新决策模式在处理全球议题时别具灵活性。

在定义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角色时，通过借用鲍曼创造的两个隐喻，厄里认为要想适应新的全球秩

序，民族国家必须完成从“园丁”（gardeners）到“护猎者”（gamekeepers）的角色蜕变（Urry，2003：188-
190）。“园丁”国家假设了一种领域化的治理模式，国家需要对这个领域内“需要种什么和需要除什么”植物

予以全盘规划；对照之下，“护猎者”国家并不需要对领域内“每个动物的饲养”过多关心，因为动物是居无

定所的、流动的，“护猎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管理流动以确保在特定的地方有充足兽群供狩猎”。在解域

化流动逐渐成为常态的时候，国家更倾向于朝“护猎者”的角色方向转变，流动治理成为新时期国家治理的

主要任务。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从过去的主权主体（sovereignty subjects）逐渐向战略行动者

（strategic actors）过渡，全球网络、流动、流体成为了国家治理的新内容，治理模式也越来越趋近于一种跨

国的、多层次的和多主体的混合安排（hybrid arrangements）。

四、迈向全球环境流动的环境社会学研究

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兴起后不久便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界引发热烈响应。受卡斯特、厄里等人理论

框架和分析概念的启迪，21世纪初，以斯巴哈伦、摩尔和巴特尔为首的一批环境社会学家积极着手开展有

关全球化与环境变化的理论建构工作并取得重要进展，一些早期成果被集中收录于 2006年出版的《环境

流动治理：社会理论的全球挑战》（Governing Environmental Flows: Global Challenges to Social Theory）一书

中。该书的出版有效弥补了环境社会学领域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方面长期的理论和经验不足，同时也对

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环境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环境流动：全球化时代的环境社会学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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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找回全球化的物质维度

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大致勾勒出了 21世纪社会生活的新貌。诚如卡斯特所言，现如今，经济、政治

和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的支配性社会实践都已经逐渐依循流动空间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同步安排与开

展。但在卡斯特眼里，环境（或者说自然世界）一直是截然独立于社会世界外的另一个系统，他写道：“在与

自然进行数千年的史前决斗后，先生存，再征服，迄今我们的物种到达的知识和社会组织水平已经允许我

们生活在一个支配性的社会世界里。”（Castells，1996：477）就此来看，卡斯特对全球化的理解并没有跳脱

主流社会学理论的“人类豁免主义”思维定式。相较于对经济、政治、符号等社会性流动的甚多着墨，环境

流动并不是卡斯特的理论焦点，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流动的定义上——“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中由

社会行动者引发的物理上不相邻位置间有目的性的、重复性的和可设计的交换和互动顺序。”（Castells，
1996：412）不难发现，卡斯特的流动分析只关注流动的社会性，环境流动则在他的分析里被淡化了。①

与卡斯特相比，厄里提出的流动意涵明显要更丰富，几乎无所不包，人、物、信息、消息、图像、金钱、风

险、海洋等都在其考察之列。尽管解域化的、兼具社会性与物质性的环境流动走入了厄里的视野（例如他

关注到垃圾和转基因食品），但他的理论兴趣却不止如此。在全球复杂性下，厄里认为人类能动性的发挥

会受到更多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日渐失去自主性，“人类社会”的概念已不恰当，社会应当被看作人类

主体与非人类客体共同构成的混合体：“社会世界和物理世界已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能再将社会

与自然或人类与物体等彼此拆开来分析。”（Urry，2000b：194）厄里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在

经历一个明显的物质化过程。社会实践的开展越来越依赖由各种新奇混合体或物质世界促成、生产和设定

的大量新流动，社会生活的物质性日渐显著且已与社会性密不可分（Urry，2003：138）。②由此可知，“社会事

实只能由社会事实解释”的传统社会学范式不再适用于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活，“物质事实”（包括“环

境事实”）对社会事实的发生起到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全球气候变化如今已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决

策过程产生影响，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政策纷纷出台；但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受

气候变化的实际影响并不一致，加上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贡献意愿以及支付能力存在客观差别（洪

大用、范叶超，2013），这很可能将加剧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分化或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总之，厄里

指出只有找回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包括重视环境事实），社会学研究才能真正理解纷繁复杂的全球现代性。

21世纪初，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社区引领了一场新的理论革命。斯巴哈伦等环

境社会学家们认为，尽管卡斯特的理论仍延续了环境社会学诟病的“人类豁免主义”，但卡斯特和厄里共同

开创的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为深入理解全球化现象提供了诸多颇具启发性的分析概念，经过适度改造

可用于研究全球性的环境流动。斯巴哈伦等从厄里手中接过“找回社会生活物质性”的大旗，并赞同厄里

关于全球化时代环境与社会关系更加紧密的观点以及将物质性流动引入全球化研究的重要性。更确切地

说，斯巴哈伦等关注的是由全球化驱动的全球社会系统与地方生态系统间的物质性交换，或者可以理解为

①卡斯特（Castells，1997a）在《认同的力量》中单列一章对环保主义的兴起尝试作了分析。他认为，环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与环

境话语权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全球信息流动）有很大关系，而环境运动可以理解为生活在地方社会的人被动员起来反抗网络社会的负面

后果（环境退化和环境健康风险）。尽管卡斯特关注到了社会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和反应，也承认全球网络化对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但环

境问题本身并不是他的核心理论关切。

②厄里为此举了居住（housing）的例子（Urry，2003：48）。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居住不再只是一个稳定的、静止的房屋概念，住

户已经与一系列出入房屋的复杂流动融为一体，这些流动包括访客、电、饮用水、污水、物流、燃气、电话/电脑连接、收音机或网络信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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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环境流动在全球社会系统中的延伸。

需要区分的是，尽管全球环境流动可以同时作为全球化研究和环境社会学的核心分析单位，却并不意

味着环境社会学失去了作为分支学科继续独立存在的价值，主流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研究全球环境流动

的目标仍存在差别。与厄里主张从物质性流动来理解社会事实和全球社会变迁正好相反，斯巴哈伦等环

境社会学家则更加注重物质性流动的环境后果，特别是全球环境流动背景下的环境变化以及环境治理模

式的创新。

（二）关注解域化环境流动

如前所述，尽管环境社会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关注环境流动，但整体而言主要侧重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

环境流动的片面观察，即更加重视地方层次的环境流动。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带给斯巴哈伦等环境社

会学家的另一个重要灵感是流动的解域性，他们据此提出要将解域化的环境流动作为全球化时代环境社

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更具体地说，斯巴哈伦等倡导的是将由全球网络化导致的解域化环境流动作为新

时期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例如由全球能源网络促成的石油流动（Widener，2009）和生物燃料流动

（Mol，2007）、全球消费网络带来的渔业资源流动（Bush & Mol，2015）以及全球碳交易市场影响下的碳流动

（Spaargaren & Mol，2013），等等。这些环境流动打破了地方社会和民族国家的领域边界限制，在全球范围

内流动，并同时会对局地乃至全球环境产生显著影响。

环境流动日益明显的解域性提醒环境社会学研究应当突破地域限制来研究环境变化。在先前的环境

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们倾向于从地方层次的社会动态过程来解释局地环境变化，这种分析框架的弊端已

经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的日趋严峻而受到直接挑战。解域化的环境流动表明，随着全球网络化过程的推进

和卡斯特所言的流动空间之崛起，原本主要受地方社会动态过程影响的局地环境可能会受到来自越来越

多来自全球社会动态过程的影响。奥斯特维尔（Oosterveer，2009）据此指出，新时期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充

分利用解域化环境流动的分析概念来突破一时一地的传统研究思维，既要看到地方社会对全球环境变化

的影响，也要关注日渐浮现的全球网络社会对局地环境变化的作用。

（三）全球环境流动治理

严格意义上讲，从解域化环境流动的角度理解环境变化并不是斯巴哈伦等人首创的一条研究路径。

在环境社会学界，前述生产跑步机和社会新陈代谢理论的创始人也曾修正过各自的理论，将全球化引起的

物质性流动纳入理论模型中以解释新时期的环境变化（例如，Fischer-Kowalski & Haberl，2007；Gould，Pel⁃
low & Schnaiberg，2008）。此外，主流社会学中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阵营的一些研究者也

讨论了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对物质性流动的高度依赖以及由此诱

致的环境问题（例如，Bunker，1996；Goldfrank，Goodman & Szasz，1999；Hornborg，McNeill & Alier，2007）。

无论是修正后的生产跑步机和社会新陈代谢理论，还是应用于解释环境问题的世界体系理论，它们对环境

流动的分析都突破了地域边界、关注到了环境流动的解域性和全球性。但与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相比，

这些理论对全球化的理解仍停留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化层面，且未能敏锐捕捉到当前民族国家角色的一些

质变。此外，这些理论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新马克思主义色彩，聚焦于批判全球化经济体系对生态环境的负

面影响，暗示了一种“去物质化”乃至“去全球增长”的激进改革方案，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被批评实际政策

操作意义不强。

作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斯巴哈伦、摩尔和巴特尔等提出的全球环境流动理论依旧延续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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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与生态双赢”的美好愿景。确切说，他们将全球环境流动作为核心分析概念，主张通过环境改革实

现对其的有效治理，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全球化的不利环境影响。斯巴哈伦等继承了网络和流动社会学理

论关于民族国家角色转换的观点，认为传统环境国家（environmental states）在管控全球环境流动时的“失

灵”说明地方本位（place-based）的环境治理不足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环境变化，亟需一种全新的环境治理

模式（Spaargaren，Mol & Bruyninckx，2006；Mol & Spaargaren，2005）。在全球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环境国

家依然是最关键的行动者之一，但却不再是唯一行动者，其先前扮演的角色也需要被重塑（Jänicke，
2006）。进一步，要想更加有效治理全球环境流动，各个环境国家都必须积极向卡斯特描绘的“网络国家”

角色靠拢，即加入由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以及环保团体等其他行动者共同组成的、以

权力共享和共同协商的决策过程为特征的复杂环境治理网络（Oosterveer，2009：40）。整体来看，斯巴哈伦

等人的环境流动理论倡导了一种网络化的全球环境治理模式，即如何通过跨国的、多层次的和多主体的混

合安排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环境挑战。

自环境流动范式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加入到后续的理论建构中（例如，Bush & Oosterveer，
2007；Oosterveer，2009；Rau，2010；Bush et al.，2014），这一范式还被成功应用于指导一些实证研究

（Oosterveer，2007；Mol，2007；Widener，2009；Spaargaren & Mol，2013；Bush & Mol，2015）。总体来看，这些

必要的补充和发展使得环境流动范式日臻完善。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作为一项文献综述，“全球化”和“环境流动”是贯穿全文的两个关键词。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全球

范围内跨越社会边界的网络化，这一过程“解放”了原本只存在于民族国家或地方社会以内的人口、资本、

信息、物品等不同要素并使它们得以在全球社会范围内流动。环境流动范式诞生的重要背景则是全球网

络化下物质性流动的全球化。该范式提出将解域化的环境流动作为核心分析单位来理解全球化的环境后

果，并且主张通过跨国的、多层次的和多主体的混合安排来弥补传统环境国家在治理全球环境流动方面的

不足，以实现全球化的环境可持续目标。

笔者认为，西方环境社会学界新兴的环境流动范式对克服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面临的两层学科危机

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环境流动反映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生活物质性维度的崛起，当前的主流社会学研

究越来越不能脱离这个维度，对于很多社会事实的解释不能再刻意回避环境事实。环境流动兼具物质性

和社会性，因此既如厄里所言是代表了全球化研究未来应重点关注的“混合体”，也是主流社会学和环境社

会学的一个交集。当选取环境流动作为共同课题时，主流社会学研究能够为环境社会学提供丰富的理论

资源和方法论支持，与此同时，环境社会学研究也可以促进社会学母学科的知识积累。研究全球环境流动

有助于打破国内主流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间的樊篱，是二者未来可以共同研究、通力合作的一项课题，可

以视为克服二者“渐行渐远”危机的一张对症药方。①其次，对国内环境社会学研究者而言，环境流动范式

①在近期研究中，卢成仁（2015）通过对黄连、猪肉等物质性流动的分析讨论了西南边陲村落共同体的存续问题，洪大用、范叶超和李

佩繁（2016）则对空气污染物的流动驱动的北京市民迁出意向分异做了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这些努力初步表明物质性流动对消除主流

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之间的隔阂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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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作为研究全球化环境后果一个潜力十足的新视角。引入环境流动视角，有助于弥补国内环境社会学

界在拆解全球化背景下环境与社会关系时暂时缺乏合适理论工具的遗憾，是一条富有借鉴价值的新思路。

环境流动范式设定了全球化时代的环境社会学议程，即关于环境变化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的理解不能

局限于一时一地，需引入一种全球化思维并将之贯穿于研究始终。正如洪大用（2013）所主张的，“正确认

识和把握中国环境问题，除了分析中国国内的影响因素之外，还应在全球工业化进程、国际社会不平等和

全球环境变化等大背景下看待中国的环境问题，谋求对环境问题之社会本质更深刻的认识”。本文认为，

这样一个范式转移对研究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有助于拓宽国内环境社会学研究者的学术

视野，应予以必要重视。特别是，国内学界目前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关注相当有限，该范式的引入有助于打

破这一僵局。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在研究局地环境变化时只考虑全球网络化的影响还不足够，还应当看

到国内的网络化进程对环境流动突破地方社会边界以及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例如，以“村村通”、农村电子

商务等为表征的国内城乡网络化进程可能会对当前局地乡村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而跨流域污染问题和大

都市的空气污染问题的解决虽然未及全球和全国层次，但仍需要跨城市乃至省域的网络化治理。本文据

此认为，应适当淡化环境流动范式的全球化背景，回归到网络化的一般社会转变过程。概言之，既要看到

在场的社会动态过程对环境变化和环境治理的影响，也要看到由网络化开启的、缺场的社会动态过程也在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化的影响正是隐匿在这种缺场力量之中。

最后需要再度说明的是，本文介绍环境流动范式并不是鼓励国内研究者对此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因

为这既与追求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学术进步理念相悖，又不免有拾人牙慧之嫌。实际上，环境流动范式只

是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学术观察角度，它所仰赖的理论基础（即全球网络和流动社会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存在不少竞争性理论，也招致过一些批评，这需要引起读者注意。本文对环境流动范式关于全球化流露出

的相对较弱的自反性和批判性也持保留意见。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新视角，环境流动范式对当

今时代正在转变中的环境和社会关系的相关见解具有独到之处，对克服国内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危机也具

有重要启示意义，它的一些潜在不足正是未来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期待今后这一领域有更多活跃的国

内研究者身影和更多立足中国经验的研究。

感谢洪大用教授和荷兰瓦赫宁根大学Gert Spaargaren教授对本文写作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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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Flows: New Agenda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FAN Ye-chao

Abstract：While transforming the foundations for social realities widely and deeply, globalization has
also reconfigured the“environment-society”relation characterizing the industrial society. Based on gener⁃
al insights from sociology of global networks and flows, the emerging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environmental
flows in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community, sets de- territorialized material flows increased
with the process of global networking as key analytical units, and gives full attention to globalization’s en⁃
vironmental impacts and their governance.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paradigm could not only contribute
to bridging the long-lasting gap between mainstream soci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China, but
also inspires researchers to incorporate a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or networking in their research at
such a new epoch.

Key words：Globalization; Networking; Environmental Flows; De-territoriality; Environmental Gover⁃
nanc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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